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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治理积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政策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实践结果。本

文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采用案例比较分析法，对G省X村与Y村乡村治理积分制推行过程进行深入剖

析。研究揭示，政策扩散成效不仅取决于资源投入或政策文本本身，更依赖于制度结构、资源禀赋与主

体行动三者之间的耦合状态。Y村通过民主议事、网格管理、乡贤捐赠等本土化策略实现“正向耦合”，

而X村因制度僵化与资源匮乏陷入“负向耦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从制度弹性设计、多元资源整

合与主体能力培育三个维度系统优化乡村治理积分制推广路径，以增强其适应性与可持续性，为乡村治

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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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policy tool, the rural points-based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rapidly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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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various regions, yet its implement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ncounters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policy misalign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of Villages X 
and 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study employs a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lens to examine the 
divergent outcomes of the points system’s application.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diffusion hinges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among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agency actions. While Village Y achieved “positive coupling” via localized strategies including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grid-based management, and philanthropic donations from local 
elites, Village X experienced “negative coupling” due to institutional rigidity and resource scarcity. 
The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optimization framework—emphasizing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mul-
tidimensio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key actors-to enhance the adaptive dif-
fusion and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ints system.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both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rural contexts and the practical improve-
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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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广东省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乡村

治理效能的提升成为关乎全局的关键一环。近年来，乡村治理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工具，在广东

省内由珠三角核心区至粤东西北地区迅速铺开。其中，乡村治理积分制以“行为量化 + 激励挂钩”为核

心逻辑，通过将“人居环境治理”“文明乡风”等抽象治理目标转化为村民可执行的具体行为，如环境整

治和志愿服务等，让村民们能够了解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并配套物资兑换、荣誉认定等激励，在提升

治理效能、激活村民主体性方面成效显著。这一治理工具从 2007 年湖南新化油溪桥村开始乡村治理积分

制的探索，此后，宁夏固原、江西新余等八个典型地区相继试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样本，短短十余

年间，这一治理工具从局部探索蔓延至全国多个省份的村庄，成为基层治理领域破解公共参与难题的标

志性创新。在全国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的浪潮下，广东省并未简单照搬外地经验，而是结合本土治

理需求，开启“借鉴–适配–创新”的本土化探索历程。尽管广东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和横向的

府际学习，使乡村治理积分制在形式上实现了快速扩散，但当这项政策创新进入基层实践的“再创新”

阶段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实施困境，逐渐出现资源过度依赖、兑换资源匮乏，政策适配等问题，为精准

厘清困境本质与破解路径，本文将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框架，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通过对 G 省典

型试点村的深度访谈与案例分析系统深入扩散创新困境、剖析扩散阻碍原因，进而探索适配本土的优化

方案。 

2. 文献回顾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源自于创新扩散理论，最初主要应用于科技创新领域，后来逐渐扩展至政策领域。

在乡村治理这一领域，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应用尚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在涉及地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理论的适用性、模式、路径及其优化问题仍待进一步探索。在现有的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多集中

于政策传导的宏观层面，对具体政策实践中微观机制的探讨比较少。乡村治理积分制作为地方治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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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策措施，如何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下传播并实现创新，其背后的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政策创新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沃克尔(Walker)该理论认为，政策创新是对一种新方法、新实

践或新事物的采用，只要对于政府而言是新的即为创新[1]。简单来说，无论这个政策之前是否被采用过，

只要这个政府采用了对于它来说是一个“新”的政策，那就是政策创新。 
具体来说，一是政策创新扩散的模型，罗杰斯(EverettM.Rogers)首次提出的扩散 S 曲线[2]。布什伊

(Boushey)指出，在不同的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可能表现出陡峭的 S 曲线、R 型曲线和阶梯模式等不同

的特征[3]。Mitchell, J.L 认为政策扩散一般模式分为这些模型扩张式扩散模式、传染性扩散模式以及官僚

层级扩散模式[4]。贝瑞夫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建构了解释政府推动政策扩散的四种模型：全国互动

模型、区域扩散模型、领导–跟进模型、垂直–影响模型。中国的政策扩散模式与联邦国家不同，中央

政府在政策创新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王浦劬等结合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扩散主体的特点、政策实

际运行状况，提出了四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自下而上的政策采纳和推广模式、区域

和部门之间的扩散模式、政策先进地区向政策跟进地区的扩散模式[6]。杨正喜基于安吉美丽乡村政策创

新，提出波浪式层级吸纳扩散模式[7]。陈昭认为除了“试点–推广”试验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竞争性试

验模式[8]。李辉等提出政策创新跨场景扩散呈现出三种模式：中央认可前的属地统筹模式、中央认可前

的自发借鉴模式、中央认可后的纵向引导模式[9]。二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

部因素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文化社会背景、政策

内容、领导者等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压力、竞争压力、地理位置、社会需求等。三是政策创新扩散

的不同机制，Graham, Shipan 和 Volden 等人研究统计出 104 种扩散机制[10]。Torben Heine 在前人分类的

基础上，依据政策选择的合理性、政策活动者的信仰的改变及决策结构条件的改变，将扩散机制分为四

个基本类别：效仿、社会化、学习、外部性[11]。随后，Shipan 和 Volden 经过总结和提炼提出政策扩散

的机制包括学习、竞争、模仿和强制四类，并着重区分了学习和模仿，颇受学界认可[12]。以往政策创新

扩散研究多是基于西方社会研究得出的理论，他们也多以西方国家联邦制为参照系，来观照和解释我国

政策创新扩散，无法完全解释我国的创新扩散。政策创新扩散模式既有西方一些类型，同时也有中国特

色的，王浦劬等利用公共政策分析工具，基于中国政策制定和创新扩散的特点，归纳出了学习、竞争、

模仿、行政指令和社会建构五种机制[6]。杨代福构建了本土化的政策创新扩散基本分析框架，提出了强

制、诱致、学习、竞争、模仿、社会化六类政策扩散机制[13]。 

3. 案例选择和案例分析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乡村治理积分制这一政策创新在扩散与落地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及其本地化应

对策略。为达成此目标，研究将采用案例分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并将其置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宏观

视角之下，形成研究路径。 

3.1. 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法是一种以具体真实的案例为研究核心，通过系统收集案例相关资料、深入剖析案例情境

与内在矛盾、提炼规律或实践经验的质性研究方法。该方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哥

伦布·朗德尔于 19 世纪 70 年代首创，是兼具研究与实践指导价值的经典方法。 
本文围绕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的主题，精准运用案例分析法展开研究：选取 G 省 X、Y 两村作

为研究案例，既考虑两村地理区位相近、自然环境相似、均面临人口空心化及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前共

性治理难题的代表性，又依托两村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效果与实施策略的鲜明对比性，通过实地调研收

集两村访谈资料、政策文件、观察记录等数据，系统剖析两村在制度适配、资源整合、主体行动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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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最终从“负向耦合”(X 村)与“正向耦合”(Y 村)的案例对比中，提炼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的

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使研究结论更具现实针对性与实践参考性。 

3.2. 案例选择 

3.2.1. 代表性 
X 村和 Y 村同属 G 省，地理区位相近，在外部环境因素上具有可比性，能排除因地理环境差异对乡

村治理积分制实施的干扰，便于集中研究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人口结构来看，两村都面临一定程度的人口空心化问题。X 村常住人口约 300 人，主要人群为老

人、妇女和小孩，不少村民需兼顾农务或外出打工。Y 村常住人口仅 600 多人，以老人为主；这种人口

结构在乡村地区较为普遍，因此对这两个村庄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众多乡村的情况，具有推

广性。 

3.2.2. 对比性 
(1) 社会结构比较 
X 村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宗族力量弱化、社会资本稀少的特点。该村历史上宗族组织并不发达，缺乏

具有凝聚力的家族网络，村民间社会联系较为松散。在乡村治理积分制推行过程中，村民之间合作意愿

较低，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社会信任存量不足也导致村委会在动员群众时面临较大阻力，尤其在

需要共同出资、共担责任的治理活动中难以推进。 
相比之下，Y 村保留了较强的宗族传统和共同体意识。Y 村虽人口空心化，但乡贤与村庄的联结未

断裂，乡贤在村内仍具备较强的号召力和舆论影响力，成为政策推行中的重要社会资源。村内有多名在

外经商、从政的乡贤，定期参与线上村庄事务讨论，形成“乡贤–村委–村民”的稳定互动网络。这种以

“乡土情怀”为纽带的社会资本，为积分制提供了“资源储备”。 
(2) 政治生态比较 
X 村长期以来与乡镇政府关系偏于被动和依赖。村委习惯于接受上级指令，缺乏主动争取政策资源

或灵活调整实施方式的能力，村干部普遍存在“避责心态”，畏惧政策创新可能带来的问责风险。此外，

该村历史上诸如扶贫项目、新农村建设等政策落地效果不佳，村民对政策推行多持怀疑态度，进一步削

弱了村委的公信力和动员能力。 
Y 村则展现出更为积极和策略性的政府互动能力。村“两委”班子稳定且具有较强的组织威望，善

于在政策执行中与乡镇政府保持沟通、争取支持。村民对公共政策接受度较高，村干部也积累了较强的

项目运营和群众动员经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 Y 村良好的政策执行传统和组织韧性，为积分制的创新扩

散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实施过程与策略对比 
两村在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过程和策略上完全不同。Y 村在方案制定上，会经过民主议事决策过程，

采用网格化分区管理，还通过村党委干部带头、即时正向反馈、新媒体宣传激励等方式调动村民积极性。

X 村在实施过程中则遭遇人力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策略上也缺乏有效创新和组织协调。对比两村实

施过程和策略，有助于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其他村庄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提供参考。 
(4) 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效果对比 
X 村和 Y 村在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效果上差异显著。Y 村乡村治理积分制推行成功，不仅解决了环

境卫生保洁问题，节省了经费，还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也有所提升。

而 X 村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困难重重，出现推行失败、工作推进停滞等情况。这种鲜明对比为研究乡村

治理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影响因素、成功要素和失败原因提供了理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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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治理方面，X 村和 Y 村都在积极探索创新治理方式以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需求。乡村治理积

分制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工具，在两村都有推广和落地实施。两村在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前均面临

环境卫生保洁资金短缺和村集体收入有限等共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众多乡村在治理中面临的典型难题。

所以，对这两村的研究能为解决同类乡村治理问题提供思路。 

3.3. G 省 X、Y 两村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案例分析 

乡村治理积分制作为一种由国家推动的正式制度安排，在其扩散与落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村庄

内部长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人情伦理、乡规民约以及权威结构发生互动。这一互动过程既可能引发

冲突，也可能通过基层能动者的策略性行动实现创造性融合。“制度缝隙”是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之间、或正式制度体系内部存在的模糊地带、空白区域甚至矛盾之处，它为基层行为主体提供了进行策

略性解读和创造性实践的操作空间。本研究基于对 X 村与 Y 村的比较，重点分析了这一制度互动的微观

机制，尤其关注“制度缝隙”的存在与利用如何影响政策最终成效。 

3.3.1. X 村：负向耦合下的政策扩散失灵 
X 村在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过程中，陷入负向耦合的困境，导致政策未能实现有效扩散与本土化再

创新。其失败根源不仅在于资源匮乏或执行不力，更源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基

层主体既无意愿也无力识别和利用制度缝隙。 
(1) 制度结构：正式制度的刚性压制与非正式制度的消隐 
在 X 村，乡村治理积分制作为一项外来的正式制度，与村庄内部非正式制度呈现出明显的碰撞与排

斥关系。X 村面临的制度性约束并非缺乏政策文件，而是来自上级政府僵化的执行规则与考核体系。上

级仅提出原则性要求，积分标准和资金使用边界等关键实施细则缺失，且推广的数字化积分登记系统脱

离农村实际——该村以老人、小孩为主，村民普遍不具备使用手机上传信息的能力，却将系统操作责任

完全转嫁给基层。制度缝隙(如政策未明确禁止非财政资金的使用)虽客观存在，但村干部因问责压力和创

新意识薄弱，视其为风险而非机会，最终选择“不做事就不出错”的保守策略。 
(2) 资源禀赋：多重匮乏阻碍政策推进 
经济层面，上级财政支持退出后，X 村村集体收入较少，仅能勉强覆盖基础支出，且村集体征地款

等收入被严格限定用于“硬件设施建设、铺桥修路”等项目，无法灵活调配至乡村治理积分制所需的奖

品采购、激励物资筹备等“软性”支出，出现“资金沉淀却无法使用”的尴尬局面；人力层面，人口空心

化导致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既缺乏足够的村民参与，又缺少执行骨干，村干部需同时对接上级三十多个

部门的工作，精力被严重分散，无力专注推进乡村治理积分制。此外，该村未能激活乡贤资源等社会资

本，进一步加剧资源短缺问题。 
(3) 主体行动：避责心态导致消极应对 
在僵化制度与匮乏资源的双重压力下，X 村村干部滋生强烈避责心态。在行动上，村干部仅采取“被

动执行”与“形式主义应付”策略，如勉强进行纸质积分登记以应对台账检查，并未思考如何结合本村

实际让政策落地生效。加之行政事务繁重，乡村治理积分制沦为众多任务中的“边缘项”，最终出现“工

作推进停滞”，政策扩散与再创新完全中断。X 村积分制的扩散停滞，并非源于村干部个人意愿缺失或

能力不足，而是其深陷“结构性问责压力–制度性资源不公–行政任务过载”的约束网络，个体行动空

间被严重挤压，最终只能以“被动应付”回应政策要求，呈现出“结构困局下的无奈选择”而非“个人消

极的结果”。 

3.3.2. Y 村：正向耦合下的政策再创新成功 
Y 村则通过主动调适制度、整合资源与优化主体行动，实现制度、资源与行动的“正向耦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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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治理积分制本土化再创新。 
(1) 缝隙识别与非正式制度的激活 
乡村治理积分制与 Y 村的非正式制度实现了有效融合与互促。Y 村同样面临上级财政断供、制度约

束等问题，但村干部并未被动等待政策调整，而是主动寻找并利用制度缝隙。针对财政资金无法用于乡

村治理积分制激励物资采购的规定，村干部绕开正式财政渠道，通过搭建“乡贤捐赠机制”，将社会资

源引入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既规避僵化财政制度限制，又为政策运行找到可持续资源输入渠道，创造

出“非正式创新空间”。 
(2) 资源整合：激活社会资本实现重构 
Y 村村干部敏锐识别“乡贤”这一关键社会资源，通过建立信任关系、推动组织化运作，将乡贤的

乡土情怀与经济能力转化为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的物质支持。例如，乡贤主动提出“将 15 分兑换标准降

至 10 分”，以更低积分兑换更高价值物品，提升激励效果；同时，乡贤捐赠 3 万余元用于采购积分兑换

物资，足够支撑两三年使用。此外，村干部通过“积分价值量化”、“需求导向调整兑换物品”等设计，

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激励效用，实现资源高效重构。 
(3) 主体行动：能动创新驱动政策落地 
Y 村村干部展现出强大的主体能动性，成为政策再创新的“策略性耦合者”。在组织管理上，村干

部创新采用“网格化分区管理”，依据 15 个合作社划分治理单元，赋予合作社自主决定每月卫生整治时

间的权力，将治理任务分解下沉，提升执行效率；在示范引领上，村党委干部亲自带头参与卫生清洁，

“流汗搞卫生”的实际行动增强方案公信力与号召力，同时建立“社长带头、党员责任区包干”机制，发

挥骨干带动作用；在激励设计上，采用“只加分不扣分”的正向激励导向，对村民主动清洁路面等行为

及时派干部拍照记录并登记积分，还通过村抖音号拍摄村民参与积分活动的视频，利用新媒体满足村民

“重面子、喜荣誉”的心理需求，以极低物质成本激发村民参与热情。最终，Y 村不仅通过乡村治理积

分制解决环境卫生问题，节省保洁工资，还催生“家家户户自觉搞好自家庭院卫生”的衍生文明行为，

实现政策效能与非预期正向结果的双重收获。 

4. 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的实践困境 

基于前述对 X 村与 Y 村的深度案例比较与“制度–资源–行动”三重耦合框架的分析，本章将系统

性地提炼出当前乡村治理积分制在政策扩散与本土再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困境，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建议，旨在为破解“扩散–执行”悖论、推动政策创新在乡村治理中成功落地

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乡村治理积分制在扩散中遇到的困境，绝非简单的“执行不力”或“资源不足”问题，而是深植于基

层治理体系中的系统性、结构性矛盾。 

4.1. 制度性困境：刚性约束与激励缺位下的“创新窒息” 

当前对基层的考核审计体系往往优先考量资金是否符合既定条文，而非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这

使得村干部陷入“要么违规做事，要么合规不做事”的两难境地，极大地抑制了其进行政策再创新的冒

险精神。X 村的案例表明，避责已成为比创效更理性的选择。另外，上级在推广政策时常提供原则性、

方向性的“模糊”指导，意在给予基层自主空间。然而，当缺乏清晰的容错机制和正向激励措施时，这种

模糊性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无限的责任和风险，基层干部宁愿选择保守策略来治理乡村。乡村治理积

分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组织、宣传、民政、农业、财政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的政策和要求常常缺乏

协同，甚至相互冲突，最终全部压给村级组织，导致了政策负荷过载和执行碎片化，使得村级组织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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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度创新。 

4.2. 资源性困境：内生性匮乏与动员能力弱化的“双重资源锁定” 

村庄不仅面临资源的绝对匮乏，更面临资源动员能力的结构性弱化。长期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导致

许多村庄像 X 村一样会形成资源依赖心理，内生发展动力和资源筹措能力逐渐萎缩。当外部资源输入骤

减，自身资源供应不足，政策创新便会受到阻碍。Y 村的成功关键在于激活了乡贤这一社会资本。然而，

对于许多村庄而言，其社会网络可能本身就不发达，或村干部缺乏有效连接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意

识与合法性。如何将潜在的社会网络转化为支持治理的有效资源，是一个普遍性挑战。最后，上级部门

推广的数字管理系统，本意为提高效率，但却与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尖锐矛盾，反而

加剧了执行的复杂性，形成了“数字形式主义”，新技术未能成为赋能工具，反成负担。 

4.3. 主体性困境：角色超载与能力不足下的“能动性衰竭” 

政策最终要靠人来执行，村干部的角色与能力是决定成败的“最后一公里”。村干部身兼数十个部

门的职责，忙于应付各种报表、检查、会议，行政性事务严重挤压了其进行政策创新思考与执行的时间

和精力。在 X 村，乡村治理积分制只是众多压下来的任务之一，而非优先项。政策再创新需要具备政策

解读、方案设计、组织动员、资源链接等多维能力。然而，当前许多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面

对新政策时有心无力，只能选择最简单或最保守的执行方式。同时，当前的体制对于村干部的激励，避

责的负向激励远大于创新的正向激励。这种激励机制的错位，从根本上消解了村干部作为“政策企业家”

进行创新冒险的内在动力。 

5. 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的优化路径 

基于对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实践困境的系统分析，结合 Y 村的成功经验和 X 村的失败教训，本

章节从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主体培育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建议，旨在构建“制度–资源–

行动”的正向耦合机制，推动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在基层有效落地并实现创新性发展。这些建议既考虑

到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约束，又注重长效机制的构建，力求为政策制定者和基层实践者提供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 

5.1. 推进制度创新，供给“赋能型”政策环境 

破解制度刚性约束与规则模糊性并存的困境，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制度创新，构建既具有规范

引导作用又保留足够创新空间的弹性政策框架。这种制度创新应致力于平衡统一性与灵活性、规范与创

新、约束与激励的关系，为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的本地化适配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弹性制度模式是突破

制度刚性约束的关键举措。明确“负面清单”，规定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中禁止出现的行为，在清单之

外赋予基层充分的自主创新空间。这种模式既保证了政策的基本规范，又为基层创新留有余地，能够有

效解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理难题。 

5.2. 创新资源供给模式，强化“可持续”支撑体系 

优化财政支持方式与资金管理机制能够有效缓解资源约束。建议将乡村治理积分制所需经费纳入地

方财政预算，并改革资金使用管理方式，允许村庄在一定比例内自主决定资金用途，将部分“硬件”经

费转化为“软件”激励资金。通过培训、交流、示范等方式，提升村干部链接社会资源、运营公益项目、

管理慈善捐赠的能力。通过情感联络、荣誉激励、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乡贤反哺家乡，为乡村治理积

分制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可在 G 省层面设立“乡贤理事会”，定期组织乡贤座谈会，通报村庄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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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效果，增强乡贤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建立乡贤捐赠的税收减免和表彰奖励制度，

营造“乡贤反哺光荣”的社会氛围，激发乡贤的捐赠热情。 
资源整合的核心在于改变“等靠要”的被动思维，转向“要素激活–系统整合–价值转化”的主动

策略，通过多元化的资源供给渠道和高效的资源转化机制，破解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的资源约束。这种

资源体系既注重外部支持，更强调内生发展；既关注物质资源，也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最终形成

可持续的资源保障机制，为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的长期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5.3. 主体培育：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与参与水平 

破解主体行动能动性不足与策略性偏差的困境，需要系统培育基层治理主体，提升村干部的治理能

力和村民的参与水平，构建“干部引领–村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共治格局。主体培育应注重能力

建设、激励引导和信任构建，充分释放各类主体在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中的积极作用。 
(1) 加强村干部能力建设与激励引导是提升主体能动性的关键。建议将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纳入村

干部培训体系，开设政策理解、方案设计、资源整合、群众工作等专题培训，提高干部的政策执行能力。

定期组织村干部到 Y 村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借鉴成功经验，拓宽工作思路。 
(2) 创新村民参与机制与激励方式能够提升参与热情。村干部需要设计符合农村特点的激励机制，注

重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满足村民的多元需求。针对农村老人居多的特点，开发简单易行的积分

获取和兑换方式，可定期举办“积分之星”评选活动，通过村民大会、村公告栏、微信群等渠道宣传先进

典型，增强村民的荣誉感和获得感。针对不同年龄段村民的需求差异，设计差异化的积分项目和兑换物

品，如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为妇女提供生活用品，为青少年提供学习用品，提高激励的精准性。 
(3) 培育村级社会组织与骨干力量能够增强治理合力。建议扶持发展志愿服务队等村级社会组织，赋

予其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中的具体管理职责，减轻村干部负担，提高治理效率。发掘培养村民骨干和积

极分子，发挥其在政策宣传、活动组织、纠纷调解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村干部 + 骨干 + 村民”

的治理网络。依托现有组织资源能够有效降低动员成本。可对村民骨干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其组织协调

能力和积分管理能力，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的重要力量。 
(4) 重塑乡村信任关系与社区资本是乡村治理积分制长效运行的基础。建议通过公开透明的积分管

理过程，增强村民对村干部和乡村治理积分制的信任，如定期公示积分明细和资金使用情况，接受村民

监督。开展丰富多彩的积分兑换活动和集体活动，增强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培育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乡村治理积分制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社区建设的纽带。可建立乡村治理积分制监督委员会，由村民代

表、乡贤等组成，对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定期举办乡村治理积分制实

施成效展示活动，让村民直观感受政策带来的变化，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和支持。 
主体培育的核心在于激发各类主体的内在动力，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的能力和意愿，构

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这种培育过程既要注重个体能力的提升，也要重

视组织网络的构建；既要依靠外部培训和支持，更要激发内生动力和创造力，最终形成持续推动乡村治

理积分制创新发展的主体力量。 

5.4. 差异化实施：构建分类指导的政策扩散路径 

考虑到不同地区乡村的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和治理基础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的扩散

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应根据村庄类型制定差异化的实施策略和支持政策，构建分类指导、精

准施策的政策扩散路径。这种差异化实施能够提高政策适配性，降低实施风险，确保乡村治理积分制在

不同类型的村庄都能取得实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分类指导是差异化策略的基础。对于中等发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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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帮助其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机制，完善积分管理体系，实现政策的规范化运行；可给予一定的启动资

金支持，帮助其渡过初期困难。对于欠发达村，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乡村治理积分制与脱贫攻坚、

产业扶持等政策相结合，优先解决资源匮乏问题；可采取“G 省统筹 + 村庄执行”的模式，降低村级组

织的实施压力。具体可制定“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差异化实施指南”，明确不同经济水平村庄的重点任

务、支持方式和评估标准，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针对人口结构特点设计适配策略能够提高政策效果。对于 Y 村、X 村这类人口空心化严重的村庄，

应简化乡村治理积分制操作流程，开发适合老人和妇女参与的积分项目，如居家环境整治、邻里互助等。

依据区域文化特色创新表达方式能够增强政策认同。将乡村治理积分制与当地传统文化、民俗习惯相结

合，用村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解读政策，提高接受度。在客家文化地区，可结合宗族文化特点，发挥族

长、老人会等传统权威在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中的作用；在广府文化地区，可将乡村治理积分制与龙舟

赛、粤剧表演等民俗活动相结合，增强政策的文化感染力。 
差异化实施的核心在于尊重乡村多样性和发展阶段性，避免简单复制和强制推广，通过分类指导、

精准施策提高政策的适配性和有效性。这种差异化策略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分类框架，也需要基层实践的

灵活探索，是一个上下互动、动态调整的过程，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有效落

地和持续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视角，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通过对 G 省 X 村与 Y 村这一对“同源

异果”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揭示了乡村治理积分制在基层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及其深层成因。

结合文献回顾中政策扩散机制的核心分类，X 村与 Y 村的案例清晰呈现了不同扩散机制对政策落地效果

的差异化影响——X 村陷入“强制主导下的被动锁定”，Y 村则通过“强制 + 学习 + 社会化 + 诱致”

的机制融合实现“主动再创新”，两类实践共同揭示了政策扩散机制与地方情境适配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政策扩散的成效并非简单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好坏或资源投入的多寡，而是深植于一个由

制度结构、资源禀赋与主体行动三者交互作用构成的“耦合系统”之中。X 村的失败，源于其陷入了“负

向耦合”的陷阱，而 Y 村的成功，则在于其通过强大的主体能动性，成功撬动了制度缝隙与社会资源，

实现了“正向耦合”，最终将乡村治理积分制有机地嵌入本地情境，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能乃至超预期

的正向结果。本文发现，在村一级“再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条款修改，更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的结合过程：一方面，通过裁剪、量化、正向化等操作，降低政策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认知摩擦；另一方

面，借助乡贤捐赠、仪式嵌入、面子竞争等非正式资源，为正式规则提供情感与象征支撑。简言之，乡村

“再创新”的本质是“制度缝隙的制度化”，即将模糊空间转化为可重复、可问责的本地治理模块。 
乡村治理的创新与扩散仍将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智慧的进程。本研究提出的优化路径，旨在为构建一

个更具支持性的基层政策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参考。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案例选择仅限于 G 省

两个村庄，虽然具有典型性，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仍需更多地区、更多案例的检验。其次，研究采用截

面数据，难以完全捕捉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扩散的动态过程和长期效果。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追踪 Y 村

等成功案例的长期可持续性，并可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政策创新扩散模式进行更大范围的比较检验，

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本土化的政策扩散理论。乡村治理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工具，其发展完善过

程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基层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乡

村治理积分制必将在激发乡村活力、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独特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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